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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泥浆反应器因其传质快、条件可控、修复效率高而在生物修复难降解有机物污染物土壤中得到广泛应用。综述了生

物泥浆反应器生物修复土壤中难降解有机物所涉及的固液传质、气液传质和生物降解等主要去除机制，总结了 3种去除机制的

重要性；概括了国内外对生物反应器建模的研究进展，凝练了固液传质、气液传质和生物降解过程的基础模型；确定了生物泥浆

反应器的重要参数，包括物理参数、生物参数和操作参数，并概括了各种参数的影响机理及其适宜范围。最后展望了生物泥浆

反应器去除难降解有机物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机制研究、微生物菌剂以及应用装备的智能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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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urry  bioreactors  are  widely  used  in  bioremediation  of  soils  polluted  by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because  of  their  fast  mass  transfer,  controllable  conditions  and  high  remediation  efficiency.  The  main  removal
mechanisms  of  solid-liquid  mass  transfer,  gas-liquid  mass  transfer  and  biodegradation  involved  in  the
bioremediation of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in slurry bioreactor were reviewed,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ree removal
mechanisms, namely solid-liquid mass transfer, gas-liquid mass transfer and biodegradation, was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bioreactor modeling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ummarized, and the basic models of solid-liquid
mass transfer, gas-liquid mass transfer and biodegradation processes were formed.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the
slurry bioreactor  were determined,  including physical  parameters,  biological  parameters  and operating parameter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various  parameters  and  their  suitable  range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lurry bioreactor to remove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were prospected, including mechanism
research, microbial agents, and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equipment.
Key words　slurry  bioreactors;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removal  mechanism; mechanism modeling;  influencing
factor
 

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

示，我国土壤环境存在有机污染、重金属污染和有

机-重金属复合污染等问题[1]。结合现状调查结果，

有机污染主要以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和多环

芳烃（PAHs）等难降解有机物为主[2-4]，具有疏水性及

低水溶性特点，易吸附于固体颗粒，能长期存在于土

壤环境中，具有“三致”作用，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

影响[5]。
  
收稿日期：2023-02-27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0YFC1807904）

作者简介：李国文（1985—），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生态修复研究，iliguowen@163.com

* 通信作者：1.赵琛（1990—），女，工程师，主要从事生态修复研究，zhaochen1030@sina.cn

2.崔江龙（1990—），男，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工智能方向研究，cuijianglong1990@sina.com 

Vol.13，No.5 环　境　工　程　技　术　学　报 第 13 卷，第 5 期
Sep.，2023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023 年 9 月

李国文，赵琛，崔江龙，等.生物泥浆反应器生物修复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土壤的研究进展 [J].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23，13（5）：1694-1700.

LI  G  W,ZHAO  C,CUI  J  L,et  al.Research  progress  of  slurry  bioreactor  bioremediation  of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contaminated  soil[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2023，13（5）：1694-1700.

https://doi.org/


生物泥浆反应器作为一种异位生物修复技术，

是清除包括杀虫剂、除草剂、碳氢化合物、氯化合物

等有机污染物最有效的技术方法之一[6-9]。生物泥浆

反应器是将污染土壤与水按一定比例充分搅拌混合

成泥浆，接种适宜浓度的特定微生物，并提供溶解氧

和 C、N、P营养物质等，进而提高有机污染物的矿化

程度和降解速率，显著缩短了修复时间[6,10-12]。生物

泥浆反应器降解速率快、修复时间短的主要原因如

下：1）通过持续搅拌增加了土壤污染物与接种微生

物的接触面积，增强了污染物在气液和固液界面的

传质，从而提高了污染物的生物利用度；2）通过加水

稀释效应降低了有机污染物的毒性；3）pH、温度和

氧化还原条件等参数容易控制和优化；4）可以使用

不同的电子受体和溶剂/表面活性剂来提高污染物的

生物利用度。此外，与原位处理相比，异位处理既可

以使用具有更强代谢能力的外源性降解微生物，同

时也可以避免原位技术造成的生态胁迫问题[13-15]。

异位生物修复技术也存在一些缺点，如需要挖

掘土壤、建造和运行生物反应器，与简单的原位生物

修复技术相比产生额外的成本。但是生物泥浆修复

通常比土壤焚烧、土壤洗涤或热解吸等具有更好的

成本效益和环境友好性[11,16]。

笔者综述了生物泥浆反应器去除难降解有机物

的机制、过程建模进展以及影响因素，并对该技术的

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以期推动生物泥浆反应

器在我国污染土壤、沉积物等生物修复中的产业化

应用，为我国场地污染管控和修复提供一体化的技

术和装备支持。

 1　生物泥浆反应器去除机制

生物泥浆反应器生物修复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土

壤或沉积物主要的机制简化模型[6] 如图 1所示，分

为固液传质、气液传质和生物降解 3个过程。

 1.1　固液传质

固液传质过程主要包括吸附-解析、生物吸附

2个过程。

 1.1.1　吸附-解吸

吸附是一种表面现象，处于气相、液相或稀释相

的物质分子由于表面力而黏附在一个界面上，增加

其浓度。解吸则是相反的机制，吸附的分子从界面

释放。在生物泥浆反应器中，这些过程发生在土壤

组分和水之间的固液界面上。

为了研究吸附-解吸现象，首先要研究与土壤/水
界面有关的特征，如比表面积（SSA）、可吸附的活性

位点的性质（与吸附剂的类型有关）、污染物的性质

（离子、极性、非极性、两亲性）等。此外，土壤粒子

相关的特征（如粒子内部和粒子间的孔隙度、粒子大

小和弯曲度）也会影响吸附-解吸。最后，温度、pH、土

壤含量和混合条件是影响吸附-解吸过程的重要参数。

土壤和沉积物由很多种类的物质组成，按照其

组分的粒径可以分成 3类：沙（63～2 000 µm）、淤泥

（2～63 µm）和黏土（<2 µm）[17]。每类组分都可能被

不同类型的难降解有机物污染。因而分别观察难降

解有机物与各类组分的亲和力，对了解它们在吸附

和解吸机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图 2显示了不同土

壤组分可以吸附难降解有机物分子（以多环芳烃为

例）的不同位置，以及土壤组分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6]。
 

图 2    土壤不同组分与土壤中吸附的难降解有机物

之间的相互作用[6]

Fig.2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soil components and 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of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in soil

 

对于难降解有机物-土壤颗粒相互作用，可以确

定 2种不同类型的吸附：有机物-矿物表面和有机物-
土壤有机质。有机物由于可能与铁氧化物和其他矿

物成分相互作用而被吸附到矿物表面〔图 2中机理

（2）和（3）〕。Lützow等[18] 认为这些相互作用包括配

体交换、多价阳离子桥、弱相互作用（如范德华力和

 

图 1    生物泥浆反应器处理污染土壤中难降解有机物去除机

制的简化模型[6]

Fig.1    A simplified model of the removal mechanism of
refractory organic matter in contaminated soil treated by

slurry 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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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键）和络合作用。然而，不同土壤组分与难降解有

机物的相互作用可能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颗粒特

征。例如，黏土是一组 SSA较高的矿物（高岭石为

106 cm2/g，蒙脱石为 108 cm2/g）[19]；另一方面，砂质材

料的 SSA（约 103 cm2/g）通常远低于黏土。这种差异

是由颗粒大小和黏土片之间的空隙造成的，黏土片

构成了微孔，在微孔中吸附剂可以通过毛细管凝结

扩散和固定[20]。Müller等[21] 通过比较不同土壤组分

混合物对所选多环芳烃的吸附能力，强调了土壤特

征（如 SSA）差异的影响，发现黏土的存在使平衡状

态下的多环芳烃浓度比单独的砂质材料增加了约

10倍。此外，在难降解有机物污染的土壤中，可吸附

和可生物利用的污染物大多集中在淤泥和黏土中

（也称为土壤细粒）[20]。综上所述，生物泥浆反应器

主要用于处理被难降解污染物污染的淤泥和黏土。

土壤或沉积物中的有机质（SOM）对吸附-解吸

机理有很大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类型沉积物中各

组分的多环芳烃含量与总有机碳（TOC）之间存在相

关性 [22-24]，TOC控制着多环芳烃在沉积物中的分

布。有机质（SOM）泛指土壤和沉积物中来源于生命

的物质，包括微生物和动物及其分泌物以及土体中

植物残体和植物分泌物，如各类蛋白质、脂类、腐殖

质类等[25]，因而 SOM作为吸附剂具有广泛的特性，

每类 SOM的特性不同，对污染物的影响也不同，应

考虑每种土壤的类型。例如，在液相中，腐殖质类物

质能够形成类似膜或胶束的结构，其内部是疏水的，

有机物可以被保留在其中。受污染土壤中人为改变

的有机质影响，如干酪根、煤或黑炭，可能因为疏水

相互作用而导致高浓度有机污染物的积累 [26]。因

此，微孔和介孔土壤有机质的表观扩散是研究吸附

和解吸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难降解有机物与不

同的土壤组分可形成矿物-聚合体（图 2），其中难降

解有机物通过扩散和吸附降低其生物利用度；同样

与单独的土壤成分相比，这些相互作用减少了难降

解有机物吸附的有效活性位点的数量。

 1.1.2　生物吸附

另一种固液传质现象是难降解有机物在生物质

上的生物吸附。由于在土壤浆液系统中生物质通常

通过生物降解作用去除有机物，因而难降解有机物

可以被非降解剂隔离从而降低了污染物降解率。由

于疏水表面的存在，生物絮团或生物膜结构中存在

的其他物质（例如细胞外聚合物质）也可以充当难降

解有机物的吸附剂[24-29]。虽然这种机制在土壤-泥浆

系统中尚未被研究透彻，但在废水处理中，生物吸附

降解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已被广泛研究，并可作为

单独的处理工艺去除污染物[30]。

一般来说，由于难降解有机物对细胞壁的亲和

力，生物吸附被认为是一个快速吸附的过程，并且与

其他机制（如吸附-解析）相比，几乎瞬间（2～3 h）达
到平衡[31]。此外，特定细菌物种或菌株的生物吸附

能力与其对特定污染物的降解能力无关。如果考虑

不当，生物吸附的难降解有机物及其副产品可能会

对估算生物反应器质量平衡和总降解率造成误差。

 1.2　气液传质

气相在好氧生物降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好

氧生物泥浆反应器通常提供足够的空气流量以维持

好氧条件，避免氧气成为限制因素。当体系中存在

挥发性或半挥发性有机物时，挥发成为一种重要的

去除机制，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忽视。图 3显示

了用双膜理论解释的氧传递和挥发过程，由于其计

算简单且对反应器中这种传递现象拟合良好，双膜

理论是最常用的模型[32]。该理论提出在气液界面附

近形成薄膜，液膜和气膜的长度分别为 δL 和 δG，其
中转移的化合物存在浓度梯度。
 

CO2 CG,O2 C∗O2

CL,O2

C∗L,PAHs

C∗G,PAHs

注： 为 O2 总浓度； 为气相中 O2 浓度； 为气液界面处的

平衡 O2 浓度； 为液相中 O2 浓度；CPAHs 为 PAHs总浓度；

CL,PAHs 为液相中的 PAHs浓度； 为液膜处平衡 PAHs浓度；

为气膜处平衡 PAHs浓度；CG,PAHs 为气相中的 PAHs浓度。

图 3    双膜理论解释的氧转移和挥发过程[32]

Fig.3    Oxygen transfer and volatilization processes explained
by double membrane theory

 

 1.2.1　氧转移

在土壤浆体系统中实现污染物生物降解所需的

溶解氧（DO）浓度通常是通过曝气实现的。根据反

应器的类型，空气可以通过简单的机械混合或通过

位于反应器底部的喷雾器或扩散器表面引入。如果

没有以足够的速率提供氧气，DO浓度就会成为一个

限制因素，影响生物降解过程。Garcia-Ochoa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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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氧传递速率（OTR）取决于介质的物理性质（黏

度、密度和表面张力）、几何参数、操作条件（空气表

面速度、搅拌速率）、物理化学性质（pH、电导率等）

以及固体和胶体化合物的存在。

 1.2.2　污染物挥发

在生物泥浆反应器中，挥发引起的难降解有机

物质量损失特别重要，这一过程甚至被认为是一些

轻化合物（如分子量较小的萘、苊、芴、蒽、菲等）的

主要非生物去除机制[33]。此外，挥发性和半挥发性

物质在水溶液中挥发和生物降解之间的竞争同样非

常重要。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少充分考虑生物

泥浆反应器中污染物的挥发，忽视这一过程很可能

导致在计算系统总体质量平衡时产生误差，以及过

高估计了生物降解对污染物的去除作用。难降解有

机物可以通过表面的气泡和喷淋器产生的气泡转移

到气相中[34]，因而为了控制生物泥浆反应器中污染

物的挥发，需要调整曝气和搅拌的参数等[35]。

 1.3　生物降解

目前国内外已广泛研究了几种类型的微生物

（细菌、真菌和藻类）降解及矿化不同类型有机化合

物的能力。可生物降解的污染物包括多环芳烃[36]、

石油烃类[37]、硝基芳烃化合物[38]、农药和除草剂[39] 等。

一般解释有机化合物生物降解最常用的模型是

Monod模型，该模型将微生物的生长（一般在水相）

与限制性营养物质的浓度联系起来。此外，当底物

对微生物生长有抑制作用时，可使用 Andrews模
型。考虑到在难降解有机物的好氧生物降解过程

中，很可能产生衍生物或代谢物，极性代谢物更易溶

于水，其毒性可能比其前驱体更大，并且在固相（通

过吸附）或液相中积累，在某些情况下产生抑制作

用[40]。

 2　反应器的机制建模

对生物泥浆反应器生物修复过程建模有助于设

计和确定修复的效率，并可用于确定所需微生物输

入的生物量、实现修复目标所需的时间以及土壤性

质对修复效率的影响。

对生物泥浆反应器建模，该系统是一个完全搅

拌的生物反应器，其中包含有机物污染土壤的泥浆

和水营养介质（1∶4，w/w）以及接种降解有机物的菌

株。在该系统中确定了 4相[41]：1）有机物污染的固

相（土壤）；2）非水相液体（NAPL），难降解有机物吸

附和/或保留在土壤孔隙中，并在水中解吸（但不溶

解）；3）水相，对应于水，即营养介质；4）气相，系统开

放，与外部的大气相通（图 4）。该系统中的 4相是完

全混合的，料浆中发生的几个传质和降解过程：1）难
降解有机物从固相到液相的溶解和解吸，力求达到

平衡；2）难降解有机物从水相挥发到大气环境；3）难
降解有机物的生物降解（固相和水相），这将降低碳

氢化合物浓度，并改变土壤-水平衡分布（图 4）。
 

图 4    反应系统中涉及的主要过程 [41]

Fig.4    Main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reaction system
 

在建模过程中，作出以下几项假设。

（1）微生物均匀地分布在整个系统中，在泥浆的

固相和水相中都可以接触到难降解有机物。降解不

会发生在空气中。

（2）根据 Verhulst逻辑方程对泥浆中的微生物

生长或细菌密度（BD）进行建模[42]，并假设达到渐近

生长后为常数，计算公式如下：
dBD

dt
= BD0+ kl×BD×

(
1− BD

BDmax

)
（1）

式中：BD为系统中的细菌密度，CFU/kg（以干土质量

计 ） ； BD0 为 接 种 时 的 初 始 细 菌 密 度 ， CFU/kg；
BDmax 为给定系统条件下达到的最大细菌密度，

CFU/kg；kl 为 logistic函数（h−1）的常数。

（3）根据底物吸收的 Monod动力学〔式（2）〕对难

降解有机物的固相和液相生物降解进行建模：
dC
dt
=

(
µmax×C
Ks+C

× BD
γ

)
（2）

式中：C 为基质（即难降解有机物）在土壤或水中的

浓度，以下分别用 Cs 或 Cw 表示，mg/kg或 mg/L；
µmax 为最大比生长速率，h−1；Ks 为饱和或半速率

常数，mg/kg或 mg/L； γ 为基质的生长产量系数，

CFU/mg。
（4）难降解有机物从土壤到水相的解吸随时间

呈 S形分布，其中难降解有机物在水中的浓度服从

Weibull函数[43]，计算公式如下：

Cw =Cwmax×
[
1− e−(kwb×t)n

]
（3）

式中：Cwmax 为难降解有机物在水相中的最大浓度，

mg/L；kwb 和 n 为Weibull拟合得到的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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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挥发只发生在水相中（即从解吸或溶解的难

降解有机物中），因为从土壤中挥发受到吸附力和水

溶剂化的阻碍。挥发服从一级动力学，公式如下：
dCv

dt
= −kvol×Cw× f （4）

式中：Cv 为挥发难降解有机物的浓度，mg/kg；kvol 为
难降解有机物从水相挥发的一级动力学常数，h−1；
f 为水与干土的质量比，L/kg，其值恒定。

因而，在系统中难降解有机物浓度的总变化量

可表示为所考虑的各相难降解有机物浓度变化量之

和，计算公式[41] 如下：
dCtotal

dt
= f

dCw

dt
+

dCs

dt
+

dCv

dt
（5）

式中 Ctotal 为系统中难降解有机物的总浓度，mg/kg。

 3　反应器的影响因素

Pino-Herrera等 [6] 和曹斐姝等 [44] 分别对生物泥

浆反应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结合国内外文献

报道，列举了生物泥浆反应器涉及的主要物理参数、

生物参数和操作参数，并阐述了各参数对生物泥浆

反应器中难降解有机物去除机制的主要影响，详见

表 1。已知一些物理参数，如温度和 pH对生物降解

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于生物泥浆反应器中使用

的大多数微生物来说，最佳温度为 20～30 ℃、最适

宜的 pH为 6.75～7.25[45]。因此，这些参数通常被忽

略，但其可能会对其他的机制（解吸、扩散、微生物动

力学、挥发等）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实际规

模的处理成本（如调节 pH或控制温度）。
 
 

表 1    生物泥浆反应器主要参数、影响机理及其适宜范围[6,44]

Table 1    Main parameters,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suitable range of biological slurry reactor

参数 对去除效果的影响 适宜范围

物理和生物
参数

温度
通过影响微生物和降解酶活性，以及有机物的生物有效性，直接影响污染物的挥发、
解吸率和生物降解率：低温下微生物活性、降解酶活性受到抑制，有机物降解率下降；
高温下，微生物活性降低，降解酶结构受到破坏，导致降解率偏低

20～30 ℃

pH
不仅影响微生物活性、降解酶活性、污染物结构和代谢中间产物的稳定性，还会影响
反应体系中的离子强度和电子传递

5.7～8.4

土壤中污染物
浓度

浓度较高时，溶解氧和底物的传质作用受到影响，降解菌与污染物不能充分接触，限制
了污染物的降解速率；浓度较低时，可降低污染物对微生物的毒性，但是会导致细菌生
长率低，同时用水量过大也会导致处理成本升高。因而处理过程中，应从传质作用、
微生物耐受性、经济成本等方面综合考虑适宜的污染物浓度

取决于污染物种类

溶解氧（DO）
加入的氧气对土壤中的烃类污染物有直接氧化作用，促进土壤中具有降解作用的微生
物进行繁殖，并且提供微生物降解过程需要的电子受体

2 mg/L至饱和

生物质浓度
控制生物降解速率和对有机物的降解率；控制有机物的生物降解过程；影响对流变学
和反应器中的流体动力学

104～109 CFU/mL

污染土壤成分 黏土含量高会降低氧传递并改变流变性质；有机物含量高与污染物解吸速度慢有关 自然条件

污染物特性

污染物特性包括其生物可降解性、生物有效性和降解代谢方式等，污染物分子结构和
自身的理化性质是关键因素。比如随着环数的增加，多环芳烃的疏水性增加、挥发性
减小。低环多环芳烃（<3环）容易被降解，高环多环芳烃（>4环）水溶性更低，与土壤黏
粒和有机质的吸附更牢固，生物可利用性偏低

微生物菌剂
土著菌的降解能力较弱，通常会加入具有较强降解能力的复合菌群，以提高污染物降
解率，保证污染物彻底矿化

操作参数

混合（搅拌
速度）

改善系统的均匀性和非曝气系统的充氧性。高混合速度导致较高的解吸速率，但也导
致气泡聚结（和较低的氧转移速率）；搅拌速度低可能导致均匀性差

20～500 r/min（取决于反
应器体积）

曝气（表观气体
速度）

控制溶解氧浓度和提高摄氧率。过高的曝气速度会导致气泡聚结、污染物挥发增加
和生物降解率降低

10−4～10−1 m/s

土壤含量 控制反应器中污染物的浓度（底物装载）。高土壤含量可改变流变性质并影响氧转移 4%～50%（w/v）

底物装载率
（SLR）、水力停
留时间（HRT）
和污泥停留时

间（SRT）

参数调节以优化SBR和连续运行模式
SLR为10−1～104

mg/（kg·d）；HRT=SRT，
为1～70 d

表面活性剂
浓度

对污染物溶解度和生物有效性产生影响；对微生物可能有毒性作用；对氧转移有负面
影响

取决于表面活性剂的
浓度

营养物浓度 影响细菌的生长，并可能提高生物降解速率
取决于微生物的需求和
系统的供应

生物强化剂量 提高污染物的生物降解速率和降解率
取决于微生物的类型及
其生物降解能力

 

 4　展望

生物泥浆反应器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结合了几

个相互作用的阶段。本文描述的大多数机制都是被

独立研究的，并与其他作用相隔离。此外，该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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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生物降解过程并使用“黑匣子”

方法，其中污染物降解率与特定参数相关，但没有涉

及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或连锁效应。国内外学

者很少开发去除机制的模型，针对固液传质、气液传

质和生物降解等机制建立的组合模型研究更少。结

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确定，生物修复难降解有

机物污染土壤主要受到物理、化学及其与生物的相

互作用，操作条件，土壤及污染物特征的影响。但是

关于不同参数对生物反应器中受污染土壤或沉积物

中难降解有机物去除机制的影响，仍有几方面值得

深入探讨。

（1）应进一步研究土壤有机物在不同机制中的

作用。溶解的有机物可以充当表面活性化合物并增

强其溶解性，或者可以吸附在矿物颗粒表面并保留

有机物。此外，不溶性有机物与不同的矿物颗粒相

互作用形成聚集体，这些聚集体捕获有机物分子，但

也会减少进一步吸附难降解有机物的活性位点。

（2）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开发微生物作用，才能

进一步提升生物反应器的修复效率。例如如何研发

高疏水、高矿化性能的微生物菌群，研究其对难降解

有机物的代谢机制及强化手段。

（3）尚未研究混合矿物-微生物生物絮团的特性

及其对生物泥浆反应器中存在的不同机制的影响。

矿物或有机物颗粒表面上直接的微生物附着或形成

的生物膜可导致有机物的直接消耗，从而避免解吸

步骤。但这仅适用于微生物可接触的吸附在表面上

的有机物。这个方向仍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4）在应用装备方面，自主研发核心分析算法以

及综合运用网络传输、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精准预

警模型等多方面技术，实现实时在线监测和智能预

警、智能机器人协同调度与精准控制、一体化装备

集成制造等，完成装备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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